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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已历经半世纪的议程设置研究面临新的挑战。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受众个人之

间的差异性和互动性增强，受媒体影响的公众议程再难成为社会共识，个人层面的议程设置成为重要研究取

向。本研究明确界定了“个人议程”概念，并基于2015年Twitter全平台抽样的7177.2万条推文和主题建模

技术，进行了媒体议程与个人议程关系的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Twitter媒体呈现最多的是“体育赛

事”议题，大多数Twitter个人用户都有特别关注的议题；（2）大多数个人议程与公众议程没有一致性，人

内议题显要性内容和人际议题显要性内容高度相关，“个人议程”概念具有实证的合理性；（3）Twitter媒

体议程与30.3%的Twitter个人议程显著正相关。研究同时讨论了个人议程设置效果的强弱、个人层面的偶发

条件研究以及个人议程设置与公众议程设置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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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社会公共生活中存在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哪些问题最重要，应该被优先解

决？关于这一问题，每个人都有一个无形的“议程”，该“议程”记录了个人对当前社

会公共议题显要性的判断以及解决的优先顺序的认识。那么，个人的这种判断和认识究

竟来自何处？麦库姆斯和肖推动的议程设置研究提供了一种解释：受众对社会公共议题

显要性的判断和认识，通常来自新闻媒体（McCombs & Shaw，1972）。议程设置研究将

个人对议题显要性的判断和认识进行加总，形成公众议程，分析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

一致性程度，为解释媒介对受众认知的影响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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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随着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公众议程”概念的适用性问题逐渐显现出

来。一方面，社交媒体的发展使得受众个人之间的互动性大大增强，议题的显要性可能

不仅仅体现于个人判断，还可能体现在个人与他人的讨论和互动之中；而“公众议程”

概念无法涵盖互动内容（如转发和评论），只关注个人自己的判断和认识。另一方面，

公众议程作为对个人判断和认识的加总，忽视了个人差异；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

的个人差异逐渐凸显出来，“受众分化”“个性化”“长尾效应”越来越明显。关键问

题在于：个人差异过大可能使得公众议程只能代表小部分受众对议题显要性的认识，对

议题显要性的共识将不复存在。

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议程设置研究需要转变思路，应该进行“真正个人层面

的议程设置研究”（Guo，2017：10），直接考察媒体议程对“个人议程”的影响。这

类研究着重分析的是媒体通过对相关议题的报道可以显著影响多少数量和多少比例的受

众个人，并且探究在什么条件下媒体议程能够显著影响“个人议程”。媒体议程对“个

人议程”影响的研究能够指导新闻媒体影响尽可能多的受众，推动共识的形成。基于

此，本研究将在清晰界定“个人议程”的基础上，以Twitter这一国际主流社交媒体为

研究平台，以Twitter2015年全年抽样的7177.2万条推文为研究数据，利用文本挖掘与

主题建模技术，分析Twitter上媒体议程和“个人议程”的关系，以期拓展议程设置理

论和助于媒体“共识形成”能力的发挥。

二、“个人议程”概念与研究问题

（一）公众议程与个人差异

半个世纪以来，议程设置研究已形成极其复杂的体系，比如三种研究传统：公众议

程设置（public agenda setting）、政策议程设置（policy agenda setting）和媒体

议程设置（media agenda setting）（迪林、罗杰斯，2009：22）；三个研究层面：议

题议程设置（issue agenda setting）、属性议程设置（attribute agenda setting）

和网络议程设置（network agenda setting）（McCombs，2014：55）。在所有取向中，

最基础、最核心的部分仍然是媒体议程对公众议程影响的研究，即公众议程设置研究。

公众议程设置研究起源于麦库姆斯和肖1968年的教堂山研究（McCombs & Shaw，

1972），该研究第一次证实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显著相关。随后，麦库姆斯等人继

续完成了夏洛特研究（Shaw & McCombs，1977）和1976年的总统选举研究（McCombs et 

al.，1981），证实了媒体议程确实显著影响了公众议程，即媒体为公众设置议程。自

此之后，议程设置理论逐渐成型，麦库姆斯等人的研究方法（媒体内容分析结合受众调

查）也成为议程设置研究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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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议程设置研究一直伴随着各种批评，一个核心问题是公众议程的概念与测量。

Cobb和Elder以及迪林和罗杰斯将议题界定为“具有冲突性且被披露的社会公共问题”，

将议程界定为“某个时点上议题显要性的等级排列”。因此，媒体议程是“媒体报道中

议题显要性的等级排列”；公众议程是“公众中议题显要性的等级排列”（迪林、罗杰

斯，2009：2-7）。Kosicki批评公众议程是一种“在个人层面测量，在总体层面分析”

的概念（Kosicki，1993）。公众作为一个总体性存在，其议题显要性无法直接测量，

麦库姆斯等人的做法是：先测量每个个人的议题显要性，然后将这些个人议题显要性相

加，得到公众议程。比如在教堂山研究中，麦库姆斯和肖首先询问受访者他们认为的关

键议题有哪些，然后将这些议题按数量加总并排序（McCombs & Shaw，1972：181）。

问题在于，由个人议题显要性加总得到的公众议程，其实质是一种平均人议程。

假定我们进行了一次受众调查，随机抽取5位受访者，询问他们对5个议题的显要性

认知（取值为1～5，数字越大议题越重要），得到如表1的调查结果。公众议程设置

研究一般会将5位受访者的个人议题显要性加总为公众议程；议题A至议题E的显要性

为[17,16,15,14,13]；然后再计算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的相关系数。早期议程设置

研究一般采用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Spearman's  ρ），近年来的研究（如Vu et 

al.，2014）也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Pearson's r）。其中，样本量为常数，我们

将公众议程中的议题显要性与样本量相除，就会得到平均人议程，各议题显要性为

[3.4,3.2,3.0,2.8.2.6]，与公众议程中的议题显要性一一对应；公众议程成了n倍的平

均人议程。研究结果上，平均人议程与媒体议程的相关系数等于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

相关系数。

公众议程的概念名称使人误以为公众议程是所有受众的总体议程。而实际上，这种

个人议题显要性加总的公众议程只是一个议程（平均人议程）的重复。平均人议程的关

键问题在于忽视了个人差异，不足以代表所有公众。其实媒体议程也有加总过程，一般

表1  公众议程与平均人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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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多个媒体的议题显要性加总而成，麦库姆斯曾解释过多个媒体的议题显要性能够加

总为媒体议程的关键在于：不同媒体的报道具有相似性（McCombs，1981）。然而，有

研究者质疑个人议题显要性能否加总为公众议程（Becker，1991）。如果个人之间存在

较大差异，那么实质为平均人议程的公众议程只能代表极少部分的受众个人，无法代表

整体公众。

假定个人议题显要性服从正态分布，实质为平均人议程的公众议程处于均值点上。

我们设定平均人议程可以代表邻近1个单位的个人议题显要性，如图1，在标准正态分布

下，y~N(μ=0，σ2=1)，此时平均人议程可以代表大部分的受众个人（68.27%）。然而，

当个人差异增大时，如σ→2时，y~N(μ=0，σ2=4)，此时平均人议程只能代表38.29%的受

众个人。当个人差异继续增大，如σ→3，平均人议程仅能代表26.11%的受众个人。当平

均人议程无法代表大部分受众个人时，即使媒体议程能够显著影响平均人议程（公众议

程），也还有大部分的受众个人不受影响。

我们现在很难考察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众个人之间的差异程度，或许传统媒体时代

的个人差异并不大，由此当时的议程设置研究忽视个人差异，将个人议题显要性加总为

公众议程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社交媒体的飞速发展，个

人差异已到了研究者难以忽视的程度。已有诸多概念从不同角度表述过个人差异，如长

尾效应（安德森，2012）、个体异质性（Hausman & Newey，2016）、分众化（靖鸣、臧

诚，2011）、碎片化（廖圣清等，2015）。社交媒体时代，个人议题显要性认知差异的

一个重要表现是：部分社交媒体用户对某些议题有特殊兴趣（McCombs et al.，2014：

793）。当有特殊兴趣的用户比例越来越高，甚至形成兴趣群体时，媒体的影响就变得越

来越小。公众议程设置研究由于忽视个人差异，难以反映这种影响的连续性变化。

（二）社交媒体时代“个人议程”概念的界定

早在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就已经意识到公众议程设置研究忽视个人差异的缺陷，

图1  平均人议程（公众议程）与个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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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初始研究是对加总数据的分析，但他们认为“后续研究应该从宏大社会层面转移

到社会心理层面”（McCombs & Shaw，1972：184）。为缓和这一问题，议程设置的

偶发条件研究中考察了个人差异，如导向需求（Camaj & Weaver，2013）、个人经验

（Zucker，1978）的影响。然而，这类研究其实是将受众划分成几个子群（如“高导向

需求者”“低导向需求者”），实际上还是加总数据的分析（Guo，2017：10）。第三

层面议程设置的主要提倡者者郭蕾认为：需要进行“真正个人层面的议程设置研究”

（Guo，2017：10），直接考察媒体议程对“个人议程”（individual agenda）的影响。

以阿卡普尔科模型（Acapulco typology）而言，如表2，媒体议程对“个人议程”的

影响研究属于角度二（“自动”）。角度二的研究中，各议题竞争的不是总体层面公众的

显要性，而是个人层面的显要性。与角度一研究（公众议程设置）检验媒体议程与公众议

程的一致性不同的是，角度二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媒体议程显著影响了多少个人议程。欲

进行媒体议程对个人议程的影响研究，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界定“个人议程”概念。

“个人议程”一词已在个别研究中有所提及（如Kosicki，1991；Roessler，

1999；Arguelhes & Hartmann，2017），但尚并未被明确界定。从议题和议程的角度来

说，“个人议程”应该是“个人议题显要性的等级排列”。相对于公众议程对个人议题

显要性的加总，“个人议程”没有加总的过程，并不会形成平均人议程；“个人议程”

恰当地反映了不同受众个人对议题显要性的认知差异。

关于个人议题显要性，其实公众议程中的个人议题显要性是一种人内议题显要性。

人内议题显要性来自人内认知，即不管别人怎么说，受众个人认为哪些议题最重要。教

堂山研究中，麦库姆斯和肖通过以下问题测量议题显要性：“不管候选人怎么说，你自

己认为关键议题有哪些？”（McCombs & Shaw，1972：178） 后来，大量议程设置研究

采用盖洛普民意调查测量公众议程，由此形成人内议题显要性测量的一般性提问方法

（most important problem，MIP）：“你个人认为今天国家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

么？”（Yeager et al.，2011）

表2  阿卡普尔科模型（McComb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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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社交媒体时代“个人议程”中的议题显要性并不完全是人内议题显要性。社

交媒体平台上个人用户发表的原创内容，如微博平台中的原创博文、Twitter中的原创

推文，确实属于人内议题显要性。但社交媒体上个人用户之间的互动内容，如对原创内

容的转发和评论，并不是个人的人内认知，不在人内议题显要性的范畴之内。并且，互

动是社交媒体平台的核心特征之一，互动内容占据了社交媒体内容的相当比重。社交媒

体上的议程设置研究中，研究者无法忽视互动内容的存在，不能只利用原创内容测量人

内议题显要性；社交媒体时代的“个人议程”概念中的个人议题显要性不能仅仅包含人

内议题显要性。

事实上，1974年麦克劳德等人就已经发现受众个人的议题显要性包含人内议题显

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两个维度（McLeod et al.，1974）。他们认为议程设置存在两

种源头：一种来源于李普曼对“我们头脑中图画”形成的描述（Lippmann，1922）；另

一种源自帕克对新闻和媒体功能的分析（Park，1925、1940）。李普曼认为媒体作为外

部世界的反映，影响的是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帕克认为媒体是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影响的是人们对“新闻所反映的议题的讨论”，“新闻是某种使得人们交谈的事物”

（Park，1940：677）。换言之，李普曼认为的重要议题来自个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帕克认为重要的议题来自共同体内个人与他人的讨论。据此，麦克劳德等人总结：人

内议题显要性由个人独立确定，议题显要性来自个人需求、欲望或想法；而人际议题

显要性是共同体成员通过对议题的讨论而确定；并且他们将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

显要性相加的总显要性称为“感知议题显要性”（McLeod et al.，1974：9）。后来，

Gadziala和Becker给出了测量人际议题显要性的一般提问方法：“在国家面临的所有问

题和议题中，上周你和你的朋友讨论最多的是什么？”（Gadziala & Becker，1983）。

麦库姆斯也曾明确区分了人内议程（intrapersonal agenda）和人际议程

（interpersonal agenda）；他认为人内议程的主要内容是个人认为重要的议题，人际

议程的主要内容是个人与他人讨论最多的议题（McCombs，1977：91）。麦库姆斯承认

个人议题显要性包含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两个维度；但他认为二者不能相

加为总的议题显要性，原因在于二者存在差异：“许多个人认为的重要议题可能并不出

现在他与朋友或家人的讨论中”（McCombs，1977：91）。

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麦库姆斯在20世纪70年代描述的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

显要性的差异可能在缩小。明显地，社交媒体上个人用户之间的互动内容（转发、评论

等）属于人际议题显要性的范畴。已有研究表明，Twitter上的转发、评论和原创内容

在主题（议题）上并没有显著差异（Qu et al.，2015）；麦库姆斯本身也承认人内议

程和人际议程存在“可观的重叠”（McCombs，1977：91）。并且，从社交媒体的特性

上说，社交媒体上的互动是在原创内容基础上的互动；如果没有用户的原创内容，转发

和评论无法独立存在。社交媒体上的人际议题显要性并不独立于人内议题显要性，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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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外，社交媒体上的人内议题显要性内容（原创内容）和人际

议题显要性内容（转发、评论等）具有相似的形式（如微博博文、Twitter推文），二

者可以采用相同的测量方法。

总之，社交媒体时代的“个人议程”应该包括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两

个维度，个人用户发表的原创内容从属于人内议题显要性；个人用户之间的互动内容从

属于人际议题显要性。

相较于总体层面的公众议程，如图2，“个人议程”没有加总过程，是一种个人层

面的概念，有助于分析不同受众个人之间的差异性；相较于公众议程概念只包含人内议

题显要性，“个人议程”概念同时包含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两个维度。感

知议题显要性由麦克劳德等人提出，包含人内和人际两个维度，与个人议程有相通之处

（McLeod et al.，1974）；但感知议题显要性的测量仍然有加总的过程，是一个总体

层面的概念，不能等同于“个人议程”。 

（三）研究问题与研究假设

我们已经明确界定了“个人议程”：个人议题显要性的等级排列。社交媒体时代的

个人议题显要性包含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两部分。在明确界定个人议程概

念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进行“真正个人层面的议程设置研究”（Guo，2017：10），即

媒体议程对个人议程的影响研究，或称“个人议程设置研究”。

下文我们将以Twitter这一国际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为研究对象，对个人议程设置进行

实证研究。社交媒体时代个人议程设置研究有两个立论基础：个人差异和双维度的个人议

题显要性。上文在界定“个人议程”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已经从理论概念和现实问题两个

角度进行了阐述，下文我们需要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公众议程是一种总体概念，实质

是一种平均人议程，忽视了个人之间的差异；社交媒体时代个人差异的扩大（McCombs et 

图2  “个人议程”的相关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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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4：793）导致公众议程难以代表大多数的个人议程；换言之，社交媒体时代的大

多数个人议程与公众议程不再具有一致性。由此，我们提出第一个假设：

H1：Twitter上的多数个人议程与公众议程不存在显著正相关。

关于双维度的个人议题显要性。从理论上说，麦克劳德等人（1974）和麦库姆斯

（1977）均已描绘了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两个维度；从现实来看，社交媒

体，如Twitter中的原创内容属于人内议题显要性，转发、评论等互动内容属于人际议

题显要性。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媒体时代的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存在明显

差异（McCombs，1977：91），因此二者不能相加；而社交媒体上的原创内容与互动内

容在议题上可能没有显著差异，二者可以相加，因此我们需要验证：

H2：Twitter上的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高度相关。

与公众议程设置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一致性不同，个人议

程设置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媒体议程能够显著影响多少个人议程？在Twitter平台

的实证研究中，我们首先需要考察Twitter媒体议程和Twitter个人议程的分布状况，比

如Twitter上媒体呈现的主要议题，Twitter个人用户关注的主要议题。媒体议程和个人

议程关系研究包括关系方向和关系强度两个方面。关系方向方面，现有的以Twitter平

台的议程设置研究一般视媒体为影响者，受众为被影响者（Nalwoga，2017）；从现实

来看，Twitter中的普通个人用户可能为媒体账号提供个别的消息来源，但很难影响整

个媒体议程。本研究将主要关注Twitter媒体议程和Twitter个人议程的关系强度；二者

关系强度越高，媒体议程更可能影响个人议程。基于上述内容，我们提出个人议程设置

研究的核心问题：

Rq1：Twitter媒体议程与多少Twitter个人议程存在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复旦大学自然语言处理实验室，原始数据通过Twitter API获取，

数据获取时间为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数据获取中，研究者首先随机选择10个种子

用户，通过关注账号的不断迭代，共获取406.7万位用户；随后按6%的比例随机抽取

24.4万名用户，获取这些用户的全部推文，共3.45亿条。所得数据的时间范围为2006年

3月至2016年3月，为避免议题过于分散，本研究选取2015年的全年推文作为研究数据，

共计7177.2万条。每条推文的字段包含两部分：文本字段和用户字段。主要文本字段如

推文内容、转发数、点赞数；主要用户字段如用户名、用户描述、粉丝数、朋友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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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概念测量

本研究测量的主要概念包括：Twitter媒体议程、Twitter个人议程和Twitter公众

议程。

Twitter媒体议程测量的是Twitter媒体账号的内容。本研究所涉及的媒体账号是

指专业媒体组织的Twitter账号，不包括新闻从业者个人账号。本研究在识别媒体账号

时主要基于用户的自我描述和Twitter官方认证。对Twitter媒体议程的测量主要基于

Twitter媒体账号对某一议题的报道数量。研究中我们先计算每个媒体对相关议题报

道的频数，然而对所有被纳入分析的媒体进行累加，对累加数据进行等级排列，得到

Twitter媒体议程。

Twitter个人议程和Twitter公众议程的测量互有关联。Twitter公众议程是所有个

人用户的人内议题显要性的加总；Twitter个人议程是每个个人用户的人内议题显要性

和人际议题显要性。人内议题显要性来自个人的人内认知；人际议题显要性主要来自人

际讨论。Twitter平台上的人内议题显要性主要体现为Twitter个人用户发表的原创推

文；人际议题显要性主要体现为Twitter个人用户与其他用户的互动内容，如转发内容

和评论内容。我们在测量Twitter公众议程时，先计算每个个人用户发表的原创推文中

涉及各议题的频数，然后将每个个人用户在每个议题上的频数进行累加，对累加数据进

行等级排列，得到Twitter公众议程。我们在测量Twitter个人议程时，先分别计算每个

个人用户原创推文涉及各议题的频数和该用户转发、评论内容中涉及各议题的频数，将

两种频数相加，得到每个个人用户的Twitter个人议程。

（三）文本挖掘与主题建模

社交媒体上的个人议程设置研究面临方法上的问题，传统的“媒体内容分析+受众

抽样调查”不再适用。内容分析方法主观性较强，且难以对大规模文本进行有效的处理

和分析。令人可喜的是，大数据文本挖掘技术的发展使得对大规模文本的自动化分析成

为可能。文本挖掘是从大量文本的集合或语料库中抽取事先未知的、可理解的、有潜在

使用价值的模式和知识（刘春艳，2011）。

其中，主题建模（topic modeling）是一种适用于议程设置研究的文本挖掘技术。

主题模型技术的基本思想是“文本是由多个主题混合而成的，而主题是特征词上的一种

概率分布，即每篇文本是主题的混合分布，而每一个主题是一组特征词的混合分布”

（王燕鹏，2017）。研究者已将主题建模技术用于识别议题，比如Bae等人利用主题建模

技术识别Twitter议题，并对每日议题进行可视化，实验数据为2013年韩国Twitter中的

近1.5亿条推文（Bae et al.，2014）。Grimmer采集了美国众议院议员发布的超过64000

篇的新闻稿，应用主题建模技术对新闻稿的议题进行识别；通过与专业的人类编码员的

对比，研究发现主题建模所得的结果要优于人类编码结果（Grimmer，2009）。据Hong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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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研究，Twitter上主题建模的准确率最高可达95.83%（Hong et al.，2010）。

本研究将应用LDA（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主题建模技术对Twitter文本

所含的议题进行识别。LDA主题建模和议题识别的过程中，我们利用MongoDB数据库存储

和查询twitter数据，利用GraphLab2.1（由python语言调用）对7117.2万条推文进行

LDA主题建模。LDA主题模型的基本参数为：alpha=0.1；beta=0.1；主题数=100；求解

方法为吉布斯采样（Gibbs sampling）；迭代次数=1000。议题是一种社会公共问题，

主题建模所得的100个主题并不都属于议题。后续分析中我们将排除如下内容：（1）不

属于议题的私人问题（如“家庭关系”）；（2）无实际意义的主题；（3）非媒体账号

和个人账号（如商业机构、公益机构）的内容。最后我们识别了36个议题，涉及153.1

万条媒体推文和2092万条个人用户推文。

36个议题的命名同时基于LDA主题建模结果和已有文献。其中，“种族问题”“民

族问题”“治安问题”“交通问题”“难民问题”“税收问题”“收支问题”“司法问

题”“商业技术”“医学研究”“太空探索”和“总统选举”的命名主要基于盖洛普的

MIP调查（Gallup，2017）；“恐怖主义”“政府活动”“政治争论”“宗教问题”“健

康问题”“全球贸易”“就业问题”“能源问题”“商界领袖”“社交媒体”“自然灾

害”和“城市问题”的命名主要基于Godeaux（2014）和Guo等人（2015）的大数据议程

设置研究；“性别问题”“教育问题”“犯罪问题”“动物问题”“体育赛事”“气象

状况”和“气候变迁”的命名主要基于Rogstad（2016）和Wenner（2014）的Twitter议

程设置研究；“移动设备”“流行音乐”“影视明星”“演艺活动”和“游戏问题”的

命名主要基于Bantimaroudis等人（2014）的文化议程设置研究。

四、研究结果

（一）Twitter上的个人议程、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

Twitter个人议程是每个Twitter个人用户的议程，本研究共含有72344项个人议

程，涉及2092万条推文。如表3，我们以个人议程A（来自ID为“100949009”的用户）

和个人议程B（来自ID为“10904”的用户）为例，个人议程A中排名第一的议题是“税

收问题”，占比将近一半（49.1%），排名第二的议题是“流行音乐”，占比10.1%，远

低于排名第一的议题比例。个人议程B中有议题占比超过10%：“犯罪问题”和“演艺活

动”，分别占比22.2%和17.2%。可以发现，个人议程A和个人议程B都有占比特别突出的

议题。实际上，72344项个人议程中，52.2%的个人议程中排名前二的议题占比之和超过

30%；77.0%的个人议程中排名前三的议题占比之和超过30%；这意味着多数Twitter个人

用户都有其特别关注的议题，特别关注议题分散在36个议题中，体现出个人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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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Twitter上的个人议程、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频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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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公众议程涉及1074万条推文，排名第一的议题是“体育赛事”，占比

7.0%，远低于个人议程A和个人议程B中排名第一的议题比例；公众议程中排名最末的议

题是“移动设备”，占比1.3%，明显高于个人议程A和个人议程B中排名最末的议题比

例。Twitter媒体议程涉及153.1万条推文，排名第一的议题与公众议程一致，也是“体

育赛事”，占比8.7%。“体育赛事”“社交媒体”和“流行音乐”同时出现在公众议程

和媒体议程前五的议题中；“移动设备”“商业技术”和“犯罪问题”同时出现在公众

议程和媒体议程后五的议题中。由此看来，Twitter上的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具有较强

的一致性，实际上，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达0.62（Sig.<0.001）；以公众议程设置研

究的视角来看，Twitter媒体很有可能为Twitter个人用户设置议程。

（二）Twitter上多数个人议程与公众议程没有一致性；人内议题显要性

与人际议题显要性高度相关

社交媒体平台上个人议程设置研究立论的基础之一是个人差异性，本研究主要通

过Twitter上公众议程与个人议程的差异性进行验证，二者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布如图3。

Twitter上公众议程与72344项个人议程的相关系数的最大值为0.87（Sig.<0.001），

说明部分个人议程确实与公众议程存在高度相关性；相关系数最小值为-0.37

（Sig.<0.05），即有的公众议程中的显要议题在某些个人议程中的显要性极低。72344

项相关系数的均值为0.27，中位数为0.28，在α=0.05下均未达显著（显著正相关的临界

值为0.33）。实际上，72344项个人议程中，仅有29120项与Twitter公众议程的相关系数

大于0.33，即59.7%的个人议程与公众议程不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这表明，大多数情况

下，Twitter个人议程与公众议程没有一致性，验证了假设H1，也表明Twitter这一社交

媒体平台上确实存在明显的个人差异，进行个人层面的议程设置研究具有合理性。

图3  Twitter上公众议程与个人议程相关系数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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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议程设置研究的另一个立论基础是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的一致

性。本研究中，Twitter人内议题显要性共涉及1074万条原创推文，Twitter人际议题显

要性共涉及1018万条转发推文和评论推文，二者比例接近1:1，人际议题显要性的存在

无法忽视。更为重要的是，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的皮尔逊相关系数高达

0.81（Sig.<0.001），验证了假设H2，二者确实存在高度相关。由于存在高度的一致

性，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要性可以相加；加上已证实的个人差异，至此，“个

人议程”概念不仅从理论上得以推导，而且从现实中也得到验证。

（三）Twitter上媒体议程与30.3%的个人议程显著正相关

“个人议程”概念的理论推导和现实验证使得个人议程设置研究成为可能，个人议

程设置研究关注一个媒体议程对多项个人议程的影响。本研究分析的是Twitter媒体议

程与72344项个人议程之间的一致性程度，二者皮尔逊相关系数分布如图4。Twitter媒

体议程与72344项Twitter个人议程相关系数的最大值为0.84（Sig.<0.001），在不考虑

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这说明Twitter媒体账号仍然具备为部分Twitter普通个人用户设置

议程的能力。Twitter媒体议程与个人议程相关系数的最小值为-0.50（Sig.<0.01），

此时，Twitter媒体不仅不能为该用户设置议程，甚至该用户将媒体很少报道的议题作

为其个人的重要议题。事实上，72344位Twitter个人用户中，有13223位用户（18.3%）

的个人议程与Twitter媒体议程呈现负相关；这些用户的存在不仅仅表明这些个人议

程与Twitter媒体议程的不一致，更可能表明这些个人用户的信息源可能并不主要是

Twitter媒体，甚至不主要是一般意义上的专业媒体；这些用户也就成为Twitter媒体难

以影响的用户。

图4  Twitter上媒体议程与个人议程相关系数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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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itter上媒体议程与72344项个人议程相关系数的均值为0.20，中位数为0.21，都

未达显著（Sig.>0.05），这表明，一般来说，Twitter媒体议程并不显著影响Twitter

个人议程。仍然以0.33为显著正相关的临界值，有21905位Twitter用户的个人议程与媒

体议程的相关系数大于0.33，由此我们回答Rq1：Twitter媒体议程与30.3%的Twitter个

人议程显著正相关。换言之，大部分的Twitter个人议程与Twitter媒体议程没有一致

性，也就意味着Twitter媒体不能为大部分Twitter个人用户设置议程。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从个人差异、阿卡普尔科模型和新媒介的发展论证社交媒体时代应该进行

“真正个人层面的议程设置研究”（Guo，2017：10），从帕克传统、社交媒体平台的

互动性和受众的主动性论证个人议题显要性的两个维度（人内议题显要性和人际议题显

要性），以此为基础界定了“个人议程”概念。并且，本研究基于Twitter平台2015年全

年的抽样数据（含7177.2万条推文）和LDA主题建模技术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

（1）“体育赛事”是Twitter媒体报道最多的议题，多数Twitter个人用户都有特别关注

的议题（占比远高于平均比例）；（2）Twitter上约有60%的个人议程与公众议程不存在

显著正相关，人内议题显要性与人际议题显要性高度相关（r=0.81），证实了“个人议

程”概念的合理性；（3）Twitter媒体议程与30.3%的Twitter个人议程存在显著正相关。

Twitter上媒体议程与大多数个人议程没有一致性，是否意味着一种“弱效果”或

“有限效果”？从30.3%的绝对数值上看，这确实不是一种“强效果”。不过，我们需

要考虑到以下情境：其一，本研究的数据是Twitter全平台2015年全年的抽样数据，涵盖

了多达36种议题；在某个特定时间段的某个特定领域或具体案例中，媒体议程与个人议

程一致性的比例应有明显提高。其二，30.3%作为一种“弱效果”是在没有参照系的情况

下的一种常识化理解；相对于拉扎斯菲尔德等人在“人民的选择”研究中发现的8%的态

度转变（拉扎斯菲尔德等，2012：57），30.3%明显是一个大得多的比例；我们难以明确

判断媒体议程与30.3%的个人议程存在一致性到底是一种“强效果”还是“弱效果”。其

三，Twitter媒体议程与30.3%的twitter个人议程的一致性同时形成了Twitter媒体议程

与Twitter公众议程的显著相关（r=0.62，Sig.<0.001）；二者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如果

承认r=0.62是一种“强效果”，那么也就无法否认30.3%的一致性也是一种“强效果”。

“强效果”与“弱效果”之争不应该成为个人议程设置研究的重点。个人差异的存

在必然使得媒体议程与一部分个人议程呈现较高的一致性，与另一个部分个人议程不相

关，甚至负相关。个人议程设置研究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情况下媒体议程与个人议程

显著正相关？或者说什么因素影响了媒体对受众个人的议程设置效果？我们需要从“个

人议程”的视角出发，进行议程设置的偶发条件研究（麦库姆斯，2018：110）。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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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考察媒介体制、议题属性的影响，个人议程设置视角出发的偶发条件研究更为关注受

众个人的社会心理因素对议程设置效果的影响。公众议程设置在个人层面的偶发条件研

究是将受众划分成几个子群（如“高导向需求者”“低导向需求者”），所谓的个人特

征其实是子群特征，并不能在个人层面考察受众的社会心理特征对议程设置效果的影

响。个人议程设置研究本就是以个人差异为基础立论的，能够直接分析个人社会心理因

素的影响，这也是后续个人议程设置研究的重点所在。

个人议程设置研究并没有否认公众议程设置研究的价值。由于个人差异的持续增

大，公众议程只能代表越来越少的个人议程，越来越无法代表受众在议题显要性上的共

识。媒体可能仍然与公众议程显著正相关，却只能影响少量的受众个人。然而，公众议

程及公众议程设置在公共事务决策中仍然具有重要作用。虽然公众对于何为重要议题可

能没有共识，但政府及相关利益团体在推动解决社会公共问题时仍然需要一个待解决问

题的排序，以便于决策。待解决问题的排序即是公众议程的体现，并受到媒体议程的影

响。并且，个人议程设置效果与公众议程设置效果存在关联。本研究中，Twitter媒体

议程可能能够影响30%左右的Twitter个人议程，并与Twitter公众议程的皮尔逊相关系

数为0.62。实际上，0.33为显著正相关的临界值，据估算，此时只需要Twitter媒体能

够影响10%左右的Twitter个人用户。这意味着，媒体议程只需要影响极少部分的个人议

程，就能够达到对公众议程的显著影响，而政府及相关利益团体据此决策。并且，随着

个人之间差异的增大，为达到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的显著正相关，媒体需要影响的受众

个人比例将越来越低；这意味着媒体对公众议程的影响将变得越来越容易。此时，媒体

推动形成的“共识”越来越少，但仍然能够通过影响公众议程进而影响决策。

个人议程设置效果的偶发条件研究之外，未来个人议程设置研究更应该在多种社

交媒体平台和互联网平台上进行，本研究局限于Twitter平台，研究结论的推广性有所

欠缺。从时间序列数据中考察媒体议程和个人议程的关系也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方向。

另外，多种媒体议程能够相加为总的媒体议程是基于“不同媒体报道具有相似性”

（McCombs，1981）的假定，后续研究需要验证这一假定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则需

要从媒介使用的角度考察特定媒体对特定个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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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as follows: (1) social media us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after controlling gender, ag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ourc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time spent in Shanghai; (2) social integration 
can play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media use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3) both the direct predictive effect of social media use on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ir 
relationship are regulated by social trust.
[Keywords] social media us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dentification; social integration; social 
trust

63　Impacts of Media Agenda on Individual Agenda:  Mining Text-data on Twitter

·  YI Hong-fa
[Abstract] A half-century Agenda-setting research faces new challeng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al media, the diversity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audiences has increased. The public agenda affected by the media can no longer become 
a social consensus, and the agenda-setting research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orientation. This study clearly defines the concept of "individual agenda"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agenda and individual 
agenda based on 71.772 million tweets in 2015 on Twitter platform and topic modeling 
technique. The study found that: (1) Twitter media reported the most about "sports events", 
and most Twitter users had special concerns. (2) Most individual agendas we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public agenda; the intrapersonal salience and the interpersonal salience were 
highly related. (3) Twitter media agenda wa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30.3% of Twitter 
individual agendas.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strength of the individual agenda setting 
effect, the occasional conditions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agenda setting and public agenda setting.
[Keywords] individual agenda; public agenda; agenda-setting; personal differences; topic 
modeling


